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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欺凌是受害者、欺凌者与旁观者的三元互动。在群体互动的背景下，基于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考察网络欺

凌中大学生旁观行为的影响因素。对 200 名大学生进行情境实验，探究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及其三元交

互效应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受害者自我披露隐私性越低，大学生的旁观行为越积极；（2）受害者

与旁观者社会距离越近，大学生的旁观行为越积极；（3）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对旁观行为的三元交互效

应显著。在高隐私性披露条件下，旁观者对严重性较高欺凌事件中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更积极；在低隐私性披露条件下，

无论欺凌严重性高或低，旁观者对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均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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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欺凌被喻为“看不见的拳头”，指以电子

信息交流工具为载体反复对他人实施的攻击行为

（Kowalski et al., 2014）。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

欺凌因其间接性、匿名性与快速传播性，可能带

来更严重的负面影响（马倩倩 , 2022; Slonje et al., 
2013）。研究表明，大学生经常使用网络社交媒体

进行人际交往，网络欺凌在该群体中的发生率高

达 67.62%（Wang et al., 2022）。 遭 受 网 络 欺 凌 的

大学生可能会出现学业困难、焦虑抑郁等情况，严

重者甚至表现出自杀意念（柳希希 , 2023; Martínez-
Monteagudo et al., 2020）。然而，网络欺凌事件并

不仅是欺凌者与受害者的二元互动，欺凌事件中

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旁观者群体。滕妍君（2015）对

1293 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87.1% 的参与者报告在

过去三个月曾目睹过网络欺凌事件。旁观者的不同

行为可能会对欺凌事件的发生发展产生差异性影响

（Jeyagobi et al., 2022）。例如，积极的旁观行为（制

止欺凌者、安慰受害者）能抑制欺凌事件、缓解受

害者的痛苦。消极的旁观行为，例如鼓动欺凌者并

与之共同实施欺凌（如点赞、发布恶意评论）或

“置身事外”，会使欺凌者将行为合理化，导致受

害者经历更大的痛苦（DeSmet et al., 2016; Kowalski 
et al., 2014）。随着大学生认知发展的成熟，其具

备积极干预网络欺凌的能力和策略（孙雨 , 孟维杰 , 
2022）。因此，探讨哪些因素促使大学生做出积极

旁观行为对遏制网络欺凌事件尤为重要。

目前，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理论解释大多基于

旁观者效应与旁观者干预模型（马倩倩 , 2022; 褚

晓伟 , 2020）。但上述模型难以全面地涉及各种因

素及因素间的复杂交互作用对旁观行为的影响，需

从多元交互的视角对其进行解释（黄勖喆等 , 2019; 
Salmivalli, 2010）。其次，现有研究大多模糊了旁观

者行为意愿与实际行为的界限，将旁观者的行为意

愿当作实际行为进行研究，缺乏对旁观者实际行为

的讨论（Zeng et al., 2023）。最后，现有研究多采

用相对静态的方式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进行测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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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法、回忆法），削弱了被试作为网络欺凌旁观者

的真实体验，结果存在一定局限。

欺凌事件是群体背景下的暴力，不同角色群体

在互动过程中强化彼此的行为（陈光辉 , 张文新 , 
2018; Lagerspetz et al., 1982）。本研究将网络欺凌

放在群体互动的背景下，从受害者、欺凌者及旁

观者之间的互动入手，基于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

（Dovidio et al., 1991），分别选取自我披露（唤醒）、

欺凌严重性（成本）、社会距离（回报）及其三

元交互作用作为自变量，探讨它们对网络欺凌中实

际旁观行为的影响，以期为预防和干预网络欺凌提

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建议。此外，本研究采用视频呈

现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微博互动”情境，

结合用户浏览微博时可能出现的互动界面与音效，

增强被试作为旁观者的真实体验以提高研究生态效

度。

1.1   受害者自我披露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

自我披露被定义为个体有意与他人分享个人

信息，例如个人观点、经历、感受等（谢笑春等 , 
2013）。以往研究大多数采用深度来衡量自我披露

的水平（Ma et al., 2024）。自我披露的深度指个体

披露内容的隐私性程度（Wheeless & Grotz, 1976），

例如告诉他人自己的收入状况比告诉他人自己对某

事看法的隐私性更高。根据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

“唤醒”描述了个体对他人遭遇事件的情绪反应

（Dovidio, 1991）。网络欺凌情境中，受害者披露

内容可能作为一种“唤醒”，引发旁观者基于披露

内容是否遵从网络空间规范的评价与考量，从而影

响其情感态度与行为积极性（余成峰 , 2024; Reicher 
et al., 1995）。低隐私性的自我披露被认为遵从网络

规范，当这类披露者遭受网络欺凌时，更易“唤醒”

旁观者的同情，因此其有可能提供帮助（Schacter et 
al., 2016; Vitak, 2012）。而高度个人化或隐私性的披

露可能被视为“炫耀”或“获取关注”，更易“唤

醒”旁观者的反感或回避，当其因自我披露内容遭

受网络欺凌时，旁观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较低（Zeng 
et al., 2023）。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受害者自我

披露隐私性程度越低，个体的旁观行为越积极。

1.2  欺凌严重性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

欺凌严重性被定义为欺凌事件造成的伤害程度

（Van Noorden et al., 2016）。在唤醒：成本 - 回报

模型中，成本是指个体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或

损失（Dovidio, 1991）。欺凌严重性可能作为“成

本”分析因素，影响旁观者的行为决策。具体而

言，旁观者的行为“成本”可能包含以下两种：帮

助的个人成本（例如被欺凌者威胁等）以及不帮助

的个人成本（例如内疚，担心负面评价等）（Wang, 
2021）。目前研究针对欺凌严重性对旁观行为的影

响存在分歧。有研究指出，当旁观者将网络欺凌事

件评估为严重时，旁观者不干预事件的成本（内疚，

担心负面评价等）可能会增加，为降低此成本，旁

观者有可能支持、帮助受害者，表现出积极旁观行

为（Macaulay et al., 2019）。但欺凌严重性越高，旁

观者干预欺凌事件时面临的安全威胁增加（例如被

欺凌者辱骂或暴露个人信息等），这可能导致旁观

者的积极行为减少（Bennett & Banyard, 2016; Wang, 
2021）。因此，欺凌严重性对旁观行为的影响值得

进一步探究。

1.3   社会距离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

社会距离是指个体感知到与他人的亲近程度，

例如感知他人为朋友、熟人或陌生人（Bar-Anan et 
al., 2006）。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中，“回报”

是指个体行为所产生的预期积极结果（例如金钱补

偿、社会赞扬等）。社会距离可能作为“回报”分

析因素，影响旁观者的行为决策。在网络欺凌情境

中，当旁观者与受害者的社会距离较近时，双方存

在较强的心理联系和亲近感，旁观者更易感知到受

害者的痛苦和需求（刘新燕等 , 2023; 徐惊蛰 , 谢晓

非 , 2011）。这种感知促使旁观者更倾向于表现出

积极旁观行为，以期获得社会性回报，如维持社会

关系，提升自己在群体中的形象等（Dovidio, 1991; 
Fischer et al., 2006; Fischer et al., 2011）。相反，对于

远距离受害者而言，旁观者缺乏直接的心理联系和

亲近感（Huang & Wyer, 2009）。在这种情况下，旁

观者的帮助行为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报（Dovidio, 
1991）。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表现出消极旁观

行为。综上，本研究假设：个体可能对近距离受害

者表现出更积极的旁观行为。

1.4  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的交互效应

前文对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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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进行了阐述，但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行为可能是

群体互动的结果，有必要探讨不同群体因素间的交

互作用（黄勖喆等 , 2019; Salmivalli, 2010）。上述

三因素中两两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例如，以往

研究指出，欺凌严重性较高时，即使受害者在事件

中存在不当行为（高隐私性自我披露），旁观者

仍倾向于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Koehler & Weber, 
2018）。其次，以往研究发现自我披露与社会距离

也存在交互作用，个体更能容忍亲近之人（社会

距离较近）的高隐私性自我披露，并在其因不当

自我披露而遭受网络欺凌时伸出援手（Zeng et al., 
2023）。此外，对于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的交互

作用而言，以往研究表明旁观者可能会不顾潜在风

险成本（高严重性）而选择对朋友（近社会距离）

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Desmet et al., 2014）。目前，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及社会距离对网络欺

凌中旁观行为的三元交互作用的研究仍显不足。唤

醒：成本 - 回报模型为因素间的三元交互作用提供

了可能解释：受害者自我披露作为一种“唤醒”，

引发旁观者不同情感态度，旁观者还会依据欺凌事

件的严重性及其与受害者的社会距离进行“成本 -

回报”的权衡。三者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影

响旁观行为。因此，基于群体互动视角与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本研究旨在探究上述因素的三元交互作

用对旁观行为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立足于群体互动视角，基于

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构建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1）受害者自我披露、

欺凌严重性及社会距离对大学生网络欺凌中的旁观

行为是否存在主效应？（2）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

严重性及社会距离对大学生网络欺凌中旁观行为是

否存在三元交互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预实验

2.1.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招募 73 名大学生（Mage = 
20.30 岁 , SD = .84 岁 , 男生 35 名）对实验过程中所

涉及的自我披露材料进行评定，61 名大学生（Mage= 
21.52 岁 , SD = 1.64 岁 , 男生 29 名）对网络欺凌事

件中辱骂语句进行评定。

2.1.2  研究工具

图 1  理论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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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自我披露。参考 Ma 等人（2023）的研究，

对个体网络自我披露的 10 段材料进行隐私性程度评

定。首先通过 3 道题考察被试对于披露材料透露个

人信息程度（包括个人经历、看法意见及感受情绪）

的判断，例如“他 / 她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或日

常生活经历”。采用 7 点计分，1 = “非常浅显”，

7 = “非常深入”。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

高代表自我披露程度越高。其次，通过一题项“你

认为他 / 她自我披露的水平有多高？”来直观评估

被试感知到的披露程度，采用 7 点计分，1 = “非常

浅显”，7 = “非常深入”，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认为

披露材料的隐私性程度越高。

欺凌严重性。使用褚晓伟（2020）编制的网络

欺负事件严重性量表对 30 段辱骂语句进行严重性程

度评定，例如“你认为小 B（欺凌者）对小 A（受害者）

的这种辱骂行为严重吗？”。量表共 5 题，采用 5
点计分，从 1 至 5 分别表示“一点也不严重 / 完全

可以接受 / 一点也没有趣 / 完全没有伤害 / 一点也不

好笑”至“非常严重 / 完全不能接受 / 非常有趣 / 严

重伤害 / 非常好笑”。其中第 3 题、第 5 题反向计分。

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欺凌严重性

越高。

2.1.3   预实验 1 受害者自我披露材料的选定

首先，分别从网络、以往研究等渠道查阅收集，

经过整理后选定 10 段自我披露语段编为待定的实验

材料。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招募 73 名大学生对实验

材料进行自我披露隐私性的评定。

使用三题项与一题项（共四题，见 2.1.2 研究工

具部分）评定 10 段材料自我披露程度。依据被试的

评分选取自我披露程度最高及最低的两段作为实验

材料进行后续研究。研究结果如表 1 所示。

研究对三题项均分与一题项得分进行了相关分

析（r1 = .61, r2 = .44, r3 = .72, r4 = .74, r5 = .59, r6 = .64, 
r7 = .70, r8 = .68, r9 = .55, r10 = .56）。最终根据三题

项均分与一题项得分的相关分析结果，选定材料 4
（r = .74, p < .001）与材料 7（r = .70, p < .001）分别

作为自我披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实验材料进行后续

分析（见图 2）。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被试

对自我披露材料隐私性高低评估的差异显著（三题

项：t(72) = 4.66, p < .001；一题项：t (72) = 7.01, p < 
.001）。

2.1.4   预实验 2 欺凌者辱骂语句的选定

以往研究表明，辱骂行为是网络欺凌中最普遍

的行为类型（马倩倩 , 2022），因此本研究选择这

一网络欺凌情境进行后续实验。分别从网络、以往

研究等渠道查阅收集，经过整理后对预实验 1 中高

自我披露、低自我披露材料分别编制了 15 句辱骂语

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选取 61 名大学生，使用

网络欺负事件严重性量表（见 2.1.2 研究工具部分）

分别对 30 段辱骂语句（高、低自我披露材料各 15 句）

进行严重性评定。30 名被试对低自我披露的辱骂语

句进行评定，31 名被试对高自我披露的辱骂语句进

表 1  自我披露程度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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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定。研究结果如表 2 所示，最终选定高、低自

我披露条件下欺凌严重性程度不同的实验材料各两

段（如图 3a、图 3b 所示）。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

表明，在不同自我披露条件下，被试对辱骂语句严

重性高低评估的差异显著（t 高自我披露 (30) = 18.55, p 
< .001；t 低自我披露 (29) = 8.42, p < .001）。

2.2   正式实验

2.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首先使用 G*Power 3.1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所需样本量。以 F 检验为统计方式，显

著性水平 α  = .05 且 d = .25 时，为达到 90% 的统计

检验力，至少需要 171 名被试。为了确保最终有足

够数据用于分析，采用方便抽样法，共招募到 202
名被试。剔除两份规律作答数据，共获得 200 份有

效数据，有效率为 99%（被试相关信息见表 3）。

2.2.2  实验设计

图 2   高（左）、低（右）水平自我披露材料

表 2 严重性程度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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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 2（高披露 / 低披露）× 2（高严重

/ 低严重）× 2（远距离 / 近距离）的三因素两水平

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被试旁观网络欺凌时的行为

积极性。将被试随机分配到 8 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

每组 25 人。

2.2.3  实验程序

研究通过了所在学校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核，

但考虑到被试需要目睹网络欺凌情境，因此在实验

指导语中强调“实验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语句均来

源于网络，仅为实验用途，请各位同学不要效仿。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在线上、线下分别招募被试。被试到达实验室后，

由主试向被试详细介绍实验内容及注意事项，强调

实验的保密性并要求其按自身的真实情况或想法作

答。所得数据仅用于科研使用，同时指出被试可以

选择拒绝作答令其感到不适的题项，并随时退出。

本研究通过电脑呈现视频的方式进行网络欺凌情境

模拟。整个施测过程持续 10 分钟左右，每名参与者

在实验结束后可获得相应报酬。

实验共包括四个环节。首先，通过问卷收集被

试的人口学信息，同时测量控制变量。其次，使用

预实验结果对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进行高

图 3a   高披露高严重（左）、高披露低严重（右）实验材料 图 3b 低披露高严重（左），低披露低严重（右）实验材料

表 3   被试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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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组。社会距离的分组参照以往研究（Zeng et al., 
2023），通过微博个人主页的介绍以及视频开始时

的指导语强调被试与受害者的关系。其中，近距离

组被试会被告知，受害者是他 / 她的好朋友，并且

在视频中会看到彼此微博“相互关注”；远距离组

被试会被告知，受害者是一个陌生人，并且在视频

中受害者的微博从“超话”界面中随机刷新出现。

看完视频后，通过问卷对自变量操纵有效性进行检

验。最后，要求被试在受害者的微博评论区发表评论。

2.2.4   实验工具

（1）自变量操纵有效性检验

受害者自我披露。参考 Ma 等人（2023）的研究，

在被试观看完实验视频后，对其感知到的受害者网

络自我披露程度进行评定。具体而言，通过询问被

试“你认为他 / 她（小 A）自我披露的水平有多高？”

来评估被试感知到的受害者自我披露隐私性程度。

采用 7 点计分，1 = “非常低”，7 = “非常高”。

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到的受害者自我披露隐私性

越高。

欺凌严重性。参考褚晓伟（2020）的研究，在

被试观看完实验视频后，对被试感知到的网络欺凌

严重性进行评定。具体而言，通过“看完微博后，

请你评估小 B 辱骂语句的严重程度”来评估被试感

知到的欺凌严重性。采用 7 点计分，1 = “一点也不

严重”，7 = “非常严重”。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

到的欺凌事件严重性越高。

社会距离。在被试观看完实验视频后，采用

Aron 等人（1992）的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IOS）来评估被试感知到的

与受害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见图 4）。该量表常用

于测量个体间的社会距离。被试对其与受害者之间

的社会距离进行评定，分数越高，代表被试感知到

的与受害者的社会距离越近。

（2）因变量

网络欺凌中旁观行为积极性：为进一步提高因

变量测量的生态效度，参照以往研究做法（Zeng et 
al., 2023），要求被试在浏览完网络欺凌情境后在受

害者的微博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评论：“看完小 A 的

微博以及小 B 对其的评论后，请留下你的评论”。

该方法能够更直观地反映旁观者的实际行为。

每名被试的评论由三名受过评分训练的研究人

员进行评价（研究人员不知道实验目的与被试的具

体情况）。具体而言，研究人员使用 5 分制来评估

被试发表的评论：1 = “消极”，指对受害者的明确

负面评论，例如“不作死就不会死”；2 = “有点消

极”，指被试以消极方式回应欺凌事件，但并未明

确针对受害者，例如未留下评论，或明确表示自己

选择置身事外；3 = “中性”，指发布与受害者无

关的评论，例如“今天天气不错”；4 = “有点积

极”，指对受害者的正面评价，但是不能完全帮助

受害者免于欺凌，例如“感谢分享，不要理那些负

面评价”；5 = “积极”，指清楚地表明支持受害者

或帮助受害者应对欺凌，例如回复欺凌者“小 A（受

害者）想发布什么内容是自己的自由，你（小 B，

欺凌者）不应该这样欺负他”。计算三位研究人员

评分的平均数，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旁观行为越积

极，反之则越消极。本研究中，评分者一致性系数

ICC = .74，表明评分者一致性系数可接受（Cicchetti 
& Domenic, 1994)。

（3）控制变量：

考虑到一些因素可能会对个体目睹网络欺凌

时的旁观行为产生影响，参考以往研究（褚晓伟 , 
2020），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如下变量进行

测量：性别、年龄、网络欺凌经历、网络受欺凌经历、

微博使用频率、道德推脱、移情。

网络欺凌经历。采用 Patchin 和 Hinduja（2015）

编制的网络欺凌量表进行测量。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s ɑ 系 数 为 .72。 网 络 受 欺 凌 经 历： 采

图 4   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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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atchin 和 Hinduja（2015）编制的网络受欺凌量

表进行测量，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s ɑ 系数

为 .79。微博使用频率：通过一个题目（“请选择

与你微博使用频率最匹配的描述”）对实验研究中

被试的微博使用频率进行评定。道德推脱：采用

Thornberg 和 Jungert（2013）修订的道德推脱量表，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s ɑ 系数为 .71。移情：

采用基本移情量表中文版（BES-C; 夏丹 , 2011）

进行测量，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s ɑ 系数为 
.84。

2.2.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主要包

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同时采用方差分析分别对受害者自我披露、

欺凌严重性及社会距离对旁观行为的主效应、三元

交互效应进行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除性别与年龄外，对上文提及的控制变量与旁

观行为积极性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如

表 4 所示），道德推脱、移情水平与旁观行为积极

性显著相关。因此，后续分析将性别、年龄、道德

推脱、移情作为控制变量。

3.2   自变量操纵有效性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对于受害者自

我披露程度、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的评定在不同

水平间存在显著差异（M 高披露 (SD)= 5.24( .98), M 低

披 露 (SD) = 3.43(1.39), t (198) = -10.64, p < .001; M 高 严

重 (SD) = 4.59( .68), M 低严重 (SD) = 2.74(1.01), t (198) = 
-15.26, p < .001; M 远距离 (SD) = 2.26( .93), M 近距离 (SD) = 
3.97( .64), t (198) = -15.15, p < .001），说明本研究成

功操纵了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

3.3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与旁

观行为积极性的方差分析

以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程度、社会距离

为自变量，旁观行为积极性为因变量，性别、年龄、

移情、道德推脱为控制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各组被

试在旁观行为积极性上的均值与标准差如表5所示。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受害者自我披露的主效应显著：

表 4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

表 5  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旁观行为积极性的均值与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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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24) = 24.38, p < .001, η 2 = .12，即与高自我披

露受害者相比，个体对低自我披露受害者的旁观行

为更积极；欺凌严重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24) 
= .45, p > .50；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1, 24) = 
66.21, p < .001, η 2= .26，即与远距离受害者相比，

个体对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更积极。

图 5   高自我披露条件下，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与旁观行为积极

            性的方差分析

图 6   低自我披露条件下，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与旁观行为积极

            性的方差分析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的三

元交互作用显著（如图 5、图 6）：F(7, 192) = 10.11, 
p < .01, η2= .05。进一步简单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

受害者自我披露较高的条件下，当欺凌严重性较高

时，相比于远距离受害者（M = 2.67, SD = .78），个

体对近距离受害者（M = 4.16, SD = .55）的旁观行

为更积极（F (7, 192) = 62.96, p < .001, η2= .33）；当

欺凌严重性较低时，个体对远距离受害者（M = 3.41, 
SD = .54）和近距离受害者（M = 3.36, SD = .59）的

旁观行为积极性没有显著差异（F (7, 192) = .08, p > 
.05）。在受害者自我披露较低的条件下，当欺凌严

重性较高时，相比于远距离受害者（M = 3.31, SD 
= .71）个体对近距离受害者（M = 4.39, SD = .83）

的旁观行为更积极（F (7, 192) = 32.93, p < .001, η2= 
.17）；当欺凌严重性较低时，相比于远距离受害者（M 
= 3.49, SD = .70），个体对近距离受害者（M = 4.09, 
SD = .55）的旁观行为更积极（F (7, 192) = 10.16, p < 
.01, η2 = .05）。

4   讨论

鉴于积极旁观行为对遏制网络欺凌、减轻受害

者痛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研究者开

始关注旁观行为对网络欺凌预防与干预的独特价值。

本研究基于群体互动视角与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

选择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构

建了一个“网络欺凌情境”，揭示了受害者自我披露、

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及其三元交互作用通过“情

感唤醒—成本权衡—回报预期”的复合路径作用于

旁观行为。

4.1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对旁

观行为的主效应

首先，与以往研究一致（Forest & Wood, 2012; 
Weber et al., 2013），本研究发现受害者自我披露对

旁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强调

“谦逊”、“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行为方式。在这

种文化敏感性下，个体过度展示个人隐私，或有“炫

耀”意味的披露内容可能“唤醒”旁观者对该内容

的消极情感与态度，从而更有可能选择“置身事外”

（消极旁观行为）（Zeng et al., 2023）。相反，低

隐私性的披露内容因更贴近社会期待，“唤醒”了

旁观者的同情或责任感，进而其在目睹披露者遭受

网络欺凌时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如声援或干预）

（Schacter et al., 2016; Vitak, 2012）。

其次，本研究发现社会距离对旁观行为的主效

应显著。“亲疏有别”很好地解释了旁观者对近距

离受害者易采取积极旁观行为的原因。此外，根据

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Dovidio et al., 1991; Dovi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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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6; Schroeder et al., 1995），帮助朋友所收获

的“确定回报”（例如促进社会关系，提升群体形

象等）远大于帮助陌生人所获得的“可能回报”（例

如社会赞许）。因此，旁观者倾向于对近距离受害

者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

此外，本研究并未发现欺凌严重性对旁观行为

的主效应，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首先，以往

研究认为欺凌严重性与积极旁观行为存在正相关关

系（Macaulay et al., 2019），但也有研究表明旁观

者目睹严重性更高的欺凌事件时，其干预风险也会

更高，进而减少积极旁观行为的出现（Bennett & 
Banyard, 2016）。从该角度而言，欺凌严重性与积

极旁观行为并非呈线性正相关。其次，本研究中的

辱骂语句为网络渠道收集，大学生群体频繁接触到

网络欺凌事件（滕妍君 , 2015; Wang et al., 2022），

对这些辱骂语句可能产生情感麻木与习惯化。这可

能削弱其对严重欺凌事件的反应强度，减少积极旁

观行为。第三，本研究选取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微

博”构建网络欺凌情境，被试可能受“微博用户数

量众多”观念的影响，导致旁观者群体的责任分散

（褚晓伟 , 2020），进一步降低出现干预行为的可

能（Armstrong, 2015; Obermaier et al., 2016）。最后，

以往研究指出环境中过剩的信息可能会导致个体出

现认知资源受限（Filippov & Iastrebova, 2010），由

此引发某些信息被掩蔽或忽视。为了提高实验的生

态效度，本研究采用了动态化呈现方式，实验视频

中不仅包含了微博界面，还增加了设备解锁界面、

微博进入动画等，实验视频中的无关信息可能占用

被试认知资源。此外，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

性与社会距离以交互形式呈现在实验材料中，被试

可能对欺凌严重性的关注程度降低，导致欺凌严重

性的主效应不显著。

4.2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对旁

观行为的三元交互作用

本研究发现，在受害者自我披露较高的条件下，

当欺凌严重性较高时，相比于远距离受害者，旁观

者对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更积极。在高隐私性

披露条件下，相比于低严重性事件，旁观者可能会

认为干预高严重性事件的安全性更低（Bennett & 
Banyard, 2016）。正如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指出，

个体在行为决策时往往会“权衡利弊”，以最小的

成本换取最大的回报（Dovidio, 1984）。因此，当

旁观者与受害者距离较远时，一方面，旁观者可能

将陌生人的高隐私性披露内容解读为“炫耀”、“博

取关注”，进而“唤醒”旁观者对其的消极态度；

另一方面，旁观者干预高严重性欺凌事件所付出的

“成本”（遭受欺凌）可能大于他们预期获得的“回

报”（社会赞许）（Bennett & Banyard, 2016）。因此，

他们更倾向于对陌生人因高隐私性自我披露而遭受

欺凌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选择袖手旁观。

相反，当旁观者与受害者的社会距离更近（朋友）时，

旁观者可能会不顾欺凌事件的严重性而选择帮助朋

友。一方面，中国文化价值观强调保持良好人际关

系的重要性，甚至为了和谐的关系而放松自己的原

则或迁就他人。例如，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存在

“亲亲相隐”（principle of kin concealment）的现象，

即主张在亲人、好友违法犯错时有所袒护、隐瞒（许

文涛等，2024）。因此，个体对近社会距离受害者

“不当”的自我披露行为容忍度更高（Festinger et 
al., 1950; Tajfel & Turner, 2004），更有可能做出积极

旁观行为。另一方面，根据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

及以往研究，相比于帮助的成本（例如被欺凌者辱

骂、泄露个人信息），选择不帮助朋友的成本（例

如道德谴责、被群体排斥或孤立）可能更具威胁性

（Desmet et al., 2014; Dovidio, 1991）。因此，尽管

旁观者知晓干预欺凌的安全风险，他们仍倾向于表

现出积极旁观行为。

在低隐私性披露条件下，无论欺凌严重性高或

低，旁观者对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均更积极。

这一现象可从中国文化背景与唤醒：成本 - 回报模

型的双重视角进行阐释：首先，低隐私性自我披露

内容更符合中国社会对“慎言敏行”、“谦逊内

敛”的社会期待，减少了旁观者对受害者披露动机

的负面揣测，从而更易唤醒其同情与共鸣（Dovidio, 
1991; Zeng et al., 2023）。其次，基于社会同一性理

论与邻近效应，旁观者倾向于将社会距离近的个体

纳入“内群体”，其帮助行为不仅源于情绪共感，

更受到群体归属需求的驱动（Festinger et al., 1950; 
Tajfel & Turner, 2004）。当朋友因相对合理的披露内

容遭受欺凌时，帮助行为带来的“回报”（如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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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提升群体认同）被显著放大，而“成本”因

素（如欺凌严重性引发的潜在风险）则因情感联结

而弱化（Desmet et al., 2014）。因此，旁观者为彰

显“情义”可能将干预视为维护人际纽带的责任，

选择忽略对欺凌严重性（成本）的理性权衡，表现

出更多的积极旁观行为。

4.3   研究意义

本研究立足于群体互动视角，基于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关注大学生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积极性的

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为网络欺凌预防与干预措施提

供以下参考。首先，互联网并不是一座孤岛，用户

在社交媒体中的披露内容往往会有大量的观众。从

受害者角度而言，个体可以选择利用隐私设置来限

制谁可以查看或评论其披露的相关内容（Zeng et al., 
2023），减少遭受网络欺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平台应完善网络欺凌的智能干预系统。例

如，对社交媒体中大量披露内容进行深度机器学

习，形成识别模型，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当系

统检测到个体披露的某些内容隐私性程度较高时嵌

入提醒信息。其次，从欺凌者的角度而言，自动检

测干预措施可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Kluck & 
Krämer, 2022）。例如，当人们使用某些词语或短语时，

可以提醒其不文明表达可能对他人产生伤害。最后，

当网络欺凌事件发生时，朋友和家人最有可能为受

害者提供需要的社会支持（Zeng et al., 2023）。反欺

凌政策应鼓励受害者主动向朋友、家人寻求帮助。

相关部门与媒体也应对积极旁观行为进行宣传，让

更多沉默的旁观者伸出援手。

4.4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克

服与改进。第一，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同一地区，

被试均为大学生，在推广研究结论时应保持谨慎。

第二，尽管以往研究指出，情境实验法具有良好的

效度（Bastiaensens et al., 2014），但本研究的实验

情境仍与真实、动态的网络欺凌情境存在差异。具

体而言，为了控制变量，在情境中我们省略了网名、

头像等带有个人特征的相关信息（采用小 A、小 B
作为网名以及不带有任何特征的白色头像）。理论上，

这些信息可能会影响旁观者对事件的判断及后续行

为（褚晓伟 , 2020）。此外，为获得社会赞许，被

试可能倾向于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因此，未来研

究应设计更具生态效度、更为实景化的网络欺凌情

境实验（例如设计模拟聊天室来观察被试的真实反

应，Barlínska et al., 2018），避免社会赞许效应。最后，

本研究并未将自变量（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

性与社会距离）作为连续变量进行讨论（仅用高、

低 / 远、近进行区分）。因此对“自我披露隐私性越低，

旁观者的旁观行为越积极”及“社会距离越近，旁

观者的旁观行为越积极”的结论在推广性上可能存

在局限。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其作为连续变量，探

讨它们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群体互动视角，基于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阐明了网络欺凌中旁观行为的影响因素，

通过情境实验法发现大学生更倾向于帮助自我披露

隐私性较低以及社会距离较近的受害者。此外，受

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三因素间存

在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网络欺凌积极旁观行

为的发生机制，为遏制网络欺凌，促进网络文明建

设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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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bullying refers to a form of repeated harassment that use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ools. Specifically, individuals 

can insult, threaten, defame, harass, or isolate others by posting comments, uploading photos or videos, or sending instant messages. College students, 

who frequently use the internet or social media fo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re more prone to experiencing cyberbullying.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who suffer from cyberbullying may exhibit anxiety, depression, academic difficulties, and in severe cases, even 

suicidal ideation. Cyberbullying is usually described as a group interaction process that includes not only the bi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ullies and 

victims, but also bystanders who witness the bullying. Generally speaking, negative bystander behaviors can exacerbate cyberbullying, while positive 

bystander behaviors can prevent further deterior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cyberbullying should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among victims, bullies, and bystanders, rather than targeting a single group or ro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actors that 

influence bystander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interaction. In addition,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bystander intentions are not equivalent 

to their behaviors, participants may report intentions but not engage in corresponding behavior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clear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bystander intentions and behaviors, which may fail to provide 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bystander behaviors in cyberbully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interaction and the arousal: cost-reward model, exploring the roles of self-disclosure (victims/arousal), bullying severity (bullies/cost), and 

social distance (bystanders/reward).

Prior to conducting the formal experiment, we evaluated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rough a pre-experiment. The formal experiment 

presents cyberbullying situations through video methods. Two hundred college students (Mage = 21.20, 48.50% boys) were assigned to eight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victims’ self-disclosure, severity of cyberbullying, and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bystander behaviors 

on cyberbullying. Self-disclosure and severity of cyberbullying were divided into high and low group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pre-experiment. 

Social distance was manipulated in the experiments: participants in the distant group observed the victim as a stranger, while participants in the close 

group were informed that the victim was a friend of thei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Lower level of victim’s self-disclosure resulted in more positive bystander behaviors in cyberbullying: F (1, 24) 

= 24.38, p < .001, η2 = .12; (2) Closer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victims and bystanders resulted in more positive bystander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F (1, 24) = 66.21, p < .001, η2 = .26; (3) The three-way interaction effect of victim’s self-disclosure, severity, and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bystander 

behaviors on cyberbullying was significant: F(7, 192) = 10.11, p < .01, η2 = .05. When the victim’s self-disclosure was higher, in the high-severity 

events, the bystander behaviors were more positive towards the closer victims compared with the distant victims (F(7, 192) = 62.96, p < .001, η2 = 

.33). In the low-severity ev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loser victims and the distant victims (F(7, 192) = .08, p > .05, η2 = 

.04). When the victim’s self-disclosure was lower, bystanders’ behaviors were more positive towards the closer victim regardless of whether bullying 

severity was high (F(7, 192) = 32.93, p < .001, η2 = .17) or low (F(7, 192) = 10.16, p < .01, η2 = .05).

Overall, the present study is ground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interaction and the arousal-cost-reward model of cyberbullying. Using 

experimental method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elf-disclosure, bullying severity, social distance,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s on bystander behaviors. The results provide a novel approach to intervening in bystander behaviors in cyberbullying.

Key words     cyberbullying, victims’ self-disclosure, severity, social distance, bystander behaviors


